
後 記 
 

我的夫人秦吉瑪是博古的小女兒，但我們結婚幾十年很少談論

她父親。她出生在莫斯科，1950 年才回國，從未見過父親，她對

父親的瞭解僅限於黨史課中講述的「博古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

2001 年，吉瑪的堂哥秦福銓（叔叔楊琳的大兒子）拿來他自己寫

的書《往事記憶》手稿四大本，讓我們看看，給他提提意見。 
福銓的《往事記憶》記述了多年來他從他父親、潘漢年、嚴

樸（嚴慰冰的父親）等聽來的「故事」。很多事是我們過去聞所

未聞，其中不少是涉及中共高層的「一手」資料，極具史料價值。

吉瑪的哥哥、姐姐看了也都認為這是一本好書，對研究中共黨史

很有參考意義。大家鼓勵福銓進一步完善，爭取公開出版，為歷

史保存一份珍貴的資料。 
鑒於福銓、大哥、大姐年歲都大了，精力有限，作為家庭中

最年輕的成員吉瑪和我「毛遂自薦」，願意協助大堂哥整理文稿。 
福銓多年在新疆工作，我們雖是親戚，在此之前卻很少來往。

自從我們開始一起整理文稿，彼此才有瞭解。福銓是秦家年齡最

大的孩子。博古去世很早（1946 年 39 歲即去世），他的孩子那時

還小，因此知道他的事很少。解放初期，福銓已是 20 歲的人，長

期跟隨叔叔楊琳認識不少黨內外高層人士，自然有條件知道很多

事。福銓又是一個有心人，對父輩的歷史很有興趣，特別是當他

看到公開的報刊、書本、黨史講有關伯父博古的歷史和他自己聽

來的「故事」不一樣時，更激起他的好奇，促使他有意識地收集、

記錄下這些聽來的故事。文化大革命後環境寬鬆了，等他退休了，

才有時間完成自己的心願。他花了大量的時間，去查閱、考證，

把這些辛苦積累下來的「故事」聯繫起來，寫出了這本回憶與研



究性質的《往事記憶》。 
這份手稿的內容來源有二： 
一、福銓多年來收集記錄的他從長輩們聽來的「故事」，這

些「故事」涉及面很廣，有的相當完整，有的支離破碎。這些從

當事人聽來的故事並不是當時的採訪、記錄，有的還聽多個人講

過，都是作者事後回憶整理的。除了重要的故事外，每件事，每

句話何時何人所講，他無法明確做出說明。 
二、為了把這些故事寫出來，讓別人看懂，必須補充一些資

料、背景、時間、地點，為此，福銓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參考採

用了很多公開的資料。然而，福銓到底不是黨史研究者，他把參

考來的內容融入自己的文章，但沒有記錄引用的資料出處。要想

再補上這一工作，給出註釋，量太大，他已無精力去做。 
這樣一份存在先天不足的手稿，作者又是博古的親屬，如何

使它儘量真實可信，避免「為親者諱」，使它確有參考價值，我

和福銓商量了幾條辦法： 
1. 文稿最大量最寶貴的是那些直接從楊琳、潘漢年、嚴樸聽

來的「故事」，由福銓負責忠實地記述，不加水分。並在〈前言〉

裡盡可能說明來源。 
2. 為了客觀、公正，正文中只講述事件過程，不加作者個人

的猜想、分析、評論，不加帶有作者情緒的用詞。力求加強正文

的史料性，供後來的研究者參考利用。 
3. 每章加一段引言，將原稿中作者自己的分析、評論集中到

引言，以免讀者誤會是當事人的講述，也表達作者的一些觀點 
4. 書中採用了大量精確到「日」的時間，很多是作者的考證，

據他說有的是他推算的。史學界對事件發生的時間經常存有爭

議，如果沒有必要，不要寫的太死，可能的話改用「月初」、「下



旬」等寬泛的用詞。 
5. 提到「博古」的地方，原稿都用「伯父」，現都改用「博

古」。 
文稿就是這樣由我整理，吉瑪錄入，交福銓審定。最先整理

出〈遵義會議前後〉一章，其中周恩來和博古一次重要談話，原

稿是以兩人對話的形式展開的，福銓改用他當初筆記的形式重寫

這一節，這樣更接近潘漢年的講述，更準確地傳達當事人的原意。

就這樣陸續整理出各章，到 2005 年基本完成。 
在整理的過程中，也遇到多處記述不準確的地方。例如潘漢

年晚九個月返回，毛澤東對他不滿。原文很強調密電碼的問題，

我看到一些文章專門考證中共和共產國際恢復電報聯繫的過程，

早在潘漢年返回延安前兩個月，延安在獲得大功率電臺後，用張

浩帶回來的密電碼給莫斯科發出第一份電報，已和共產國際恢復

電報聯繫。所以密電碼不是主因，而是毛澤東認為潘漢年和王明、

博古關係密切，因而不信任他。 
又例如：關於派陳雲、潘漢年去共產國際彙報，原手稿說陳

雲和潘漢年是同時出發，其實已有文章指出陳雲是在 6 月份長征

過了金沙江之後才出發的。又如六屆五中全會選出政治局委員 12
人，原稿寫成 11 人，缺王稼祥。類似這些問題福銓都同意修改。

文中寫到時間、地名、數字（長征中傷亡人數），很多是福銓研

究其他資料得來的，是否準確，我們也無法一一訂正。他年紀已

老，個別地方可能記不准，出現差錯也再所難免。除了我們發現

的，文中很可能還有誤記之處，也希望讀者指正。 
在《炎黃春秋》發表〈博古和潘漢年〉一章之後，聽到一些

意見，我們又對直接引語用的標點符號「」做了修改。 
本書主要回憶博古主政時的往事，基本按時間順序安排各章。 



此外原稿還有很多涉及毛澤東的故事。對毛澤東的豐功偉業

及他的雄才大略黨史早已肯定，但黨史把毛澤東描述成絕對正

確、從未失敗的「神」，只寫他「過關斬將」不寫他「走麥城」，

有時又把毛澤東做的事，記到別人頭上，不符合歷史真實。延安

整風後知情人都不敢公開講，而這也是福銓聽來的故事中涉及較

多的。在初稿中這些內容比較分散，我們整理出幾章，編為單獨

一篇。但考慮到這些內容或者和博古主政無關，或者已有很多書

籍記述，為突出博古主線，此次出版沒有採用。這里僅列出各章

題目： 
這幾章是： 
第一章〈湘南農民起義軍〉。講述井崗山時期「八月失敗」

的前因後果。 
第二章〈井岡山第三次反「會剿」〉。 
第三章〈肅反擴大化 — 富田事變〉。肅反擴大，「殘酷鬥

爭，無情打擊」歷來扣在李立三路線和王明、博古路線，其實毛

澤東才是「始作俑者」。 
每章的引言是我和福銓討論，由我執筆寫的，表達我們的一

些看法。當初考慮在國內出版，儘量少寫。這些表述並不是對事

件和人物全面深入的分析，僅希望起到拋磚引玉或指引文章重點

的作用。這次在香港出版，本想做些補充，但福銓已去世，還是

保持原貌為好。 
〈博古在中央蘇區〉一章還有兩節未整理完成，無法補入了。

這裡僅介紹一下兩節的要點： 
一節是土地問題及查田運動。黨史為了樹立唯一正確的毛澤

東路線，在各方面都按「路線」劃線，一方絕對正確，另一方完

全錯誤。在土地政策上為誇大與「左傾教條路線」的對立分歧，



忽視雙方在土地革命大方向的一致性，用簡化的「地主不分田，

富農分壞田」對「抽多補少，抽肥補瘦」代替對土改政策複雜性

的分析。忽視毛澤東的土改政策也是不斷變化、不斷調整的，並

不是一貫正確。查田運動出現的過火行為有其複雜的原因，本應

客觀地分析，然而黨史將其簡單歸結為博古「左傾」中央的錯誤，

而直接負責運動的毛澤東卻是永遠正確。這樣的以人劃線的總結

並不能實事求是，無法避免以後各革命時期（抗日、解放戰爭、

解放後）在毛澤東領導下的歷次土改中仍然多次出現過火行為。 
另一節是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對於共產國際的指示、指令，

博古一般是遵照執行的，甚至自己不同意也執行了（例如處理福

建事變），這被認為是教條主義。毛澤東對待共產國際的態度是

有利的就用，就執行，不利的就拖延、迴避，確實是比博古更高

明。然而人們忽視一個客觀條件：即 1935 年季米特洛夫主持共產

國際前後的差別。「七大前的國際是集中的組織，決議指示是必

須執行的」。共產國際將各國共產黨視為直接領導下的支部，有

權直接干預，所以才有米夫操縱六屆四中全會，毛澤東拒不執行

共產國際的指令，導致他在寧都會議被趕下臺。季米特洛夫主張

共產國際不直接領導各國，而是原則指導。沒有這個客觀條件，

毛澤東的「靈活」辦法也很難行得通。教條主義的產生原因是很

複雜的，並不像毛澤東所說的「言必稱希臘」、「只知照搬外國

經驗」那麼簡單，否則我們也不會在批判了左傾教條主義之後，

很快又掉進另一個對毛澤東的教條主義，「一句頂一萬句」、「句

句是真理」。 
這次出版，增加了幾個附錄，方便讀者瞭解博古、劉群先、

張越霞、楊琳、嚴樸、潘漢年。 
我曾多次對福銓講：一定要盡可能說明「故事」的來源。或



許因此，在他病故前幾個月，他寫出〈秦福銓自傳〉，可惜我當

時在美國，回來他已不在世。他兒女交給我一份遺稿，我將其中

和故事來源有關的內容抽出，也收入附錄。 
《往事記憶》是福銓一直採用的書名，這個名字過於籠統。

此次出版，我們將書名改為《博古和毛澤東 — 及中華蘇維埃的

領袖們》。這本書以博古為主線展開，但主要寫土地革命戰爭（蘇

維埃運動）時期的事情，也涉及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項英、

張國燾、朱德等在蘇維埃運動時期的活動。 
我之所以願意幫福銓整理文稿，重要的一點是覺得他寫的東

西可信。這幾年和他一起工作，接觸多了，也有了感情。我很佩

服他，他是個對待史料極認真、嚴肅的人。他的記憶力很強，每

次見面都濤濤不絕地講很多，而且他的確知道很多事情。2004 年

《中華兒女》雜誌第二期，發表了一篇文章〈華潤的紅色老闆楊

琳之謎〉，就是由秦福銓口述（周燕執筆）。華潤現在的領導對

他提供的史料評價說：「把華潤的歷史提早了十年」，在此前，

華潤公司員工對公司 1948 年前的歷史知之甚少。 
還有一件事，我也印象深刻。福銓在他的「自傳」中提到：

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被選上總書記，但周恩來不承認，結果選舉

作廢。關於這句話的來歷我想在此補充一個細節：2007 年 6 月一

天，我和吉瑪去福銓家談修改稿子的事，福銓忽然對我說：「遵

義會議第三天，會議上曾有過選舉張聞天為總書記的事，我一直

沒寫過」。我問他是怎麼回事？他說：「遵義會議開到最後，張

聞天提出博古不適合再當總書記，應該改選。一些人提出選張聞

天，而且毛澤東也同意。要表決時，周恩來堅決反對，認為這個

會議改選總書記不合適，甚至提出非要選舉，他就退出會議。由

於周舉足輕重的地位，毛澤東也放棄了原來的意見，建議以後再



說。最後會議統一認識，改選這件事保密，不要對外再提。所以

會後仍由博古主持政治局常委會」。我聽福銓這麼講，就問他：

「從來沒聽過這種說法，都說是一個月後到『雞鳴三省』才交權

的，你為什麼以前一直沒有寫呢？」他說是最近整理筆記才發現

的，是聽嚴樸講的，肯定有這事。我當時有點半信半疑，曾勸他

別提這事了。福銓沒有再提，也沒有要求我加到文稿中去。 
2008 年 4 月我們從美國回來，才知道他已病故。在他寫的自

傳上，我又看到了上面那句話。對此我只能這樣理解：福銓是堅

信自己記錄的事實的，他知道自己不久於人世，不願意讓他知道

的「歷史故事」永遠被帶走，他要負責任地讓它傳下去。常言道，

「人之將逝，其言也善」，我相信福銓是一個忠實於真實的人，

他痛恨那些編造歷史、篡改歷史、信口胡編的行為。他盡力忠實

地回憶、記錄他從長輩們聽來的「歷史故事」，只為了還歷史的

真面目。 
福銓在自傳和前言中多次使用了「故事」一詞，原因是潘漢

年當年告訴他一個「小故事」，講述了周恩來和博古的一次重要

談話。所以福銓在文章中，把他從長輩們直接聽來的統稱為「歷

史故事」。這和一般人理解「故事」就是虛構的完全不同。這是

真實的記述。當然，這些故事畢竟不是講述人當時的錄音或記錄，

而是後來的回憶，難免有不準確的地方，所以福銓希望讀者將他

的故事看作「一家之言」，不要誤解是經官方查證和確認的黨史。

這也就是他說的「故事就是故事」，「不要誤解為黨史」的意思。 
這幾年，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很多旁證，說明 1950 年代福銓聽

來的很多故事是真實的。有關西路軍、富田事變、肅反擴大、湘

南暴動的農軍，毛澤東假借張浩共產國際代表身份、長征中的兩

頂轎子等等事實，近年來在各種回憶、專題研究的書籍已多有披



露。我相信，隨著我國檔案法的貫徹，幾十年前 1930~1937 年之

間的共產國際文獻的解密，有關這段歷史的會議記錄、中央文件、

共產國際的指示、報告的公開，福銓這本回憶中的很多「故事」

細節都將會得到印證。 
近年來，對中共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如陳獨秀、瞿秋白、李

立三等都有重新評價。隨著博古傳、博古文集的出版，及博古百

週年活動的舉行，人們對博古的功過評價也開始重新認識。但由

於博古有近四年的時間曾是中共最高領導，又有黨的歷史決議將

其定性為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把他說的一無是處。因此對博古

的評價較為困難，它涉及到對共產國際功過的全面評價，以及對

毛澤東、周恩來在一些歷史問題上的評價，還涉及到對中共歷史

決議的再認識，所以對博古的研究遠未深入，很多還有待更多歷

史真相的揭示。 
土地革命時期（1927~1937 年）是中共歷史上豐富多彩的「春

秋」時期，加之「正史」對這一段有不少「誤記」，確實大有研

究的必要。我們期望那些對此有興趣的，客觀的，嚴肅的歷史工

作者有更多研究成果問世。 
本書主要章節在 2005 年已完成，我們想爭取在國內出版。聯

繫一些雜誌社，多數單位都因文章內容太敏感而回絕。只有《炎

黃春秋》的編輯很支持，挑了不太敏感的一章，並做了刪節以〈博

古和潘漢年關係的背後〉為題發表在 2006 年 10 月份的雜誌上。

不料文章刊出後，遭到某些人的指責，說潘漢年是王明、博古的

聯絡員，這是「宗派主義」的表現，是對潘的污衊。更有人發表

長文專門質疑福銓的文章。致使《炎黃春秋》中止了繼續刊出（為

紀念 2007 年博古百週年，本來想連載的）。因此，在國內是沒有

人敢出了，在得到福銓的子女同意後我們決定到香港出版。 



《往事記憶》是大堂哥福銓幾十年的心血，把長輩們講的故

事保存下來，留傳下去是他一生的心願，更是他去世前幾個月念

念不忘的事情。現在他的書出版了，實現了他的遺願，也可告慰

他的在天之靈。在福銓生病住院彌留之際，非常遺憾沒有機會和

他告別，在此也表達我們對福銓大堂哥的懷念之意。 
2007 年 6 月 24 日是秦邦憲（博古）的百年誕辰，2008 年 6

月 26 日是秦邦禮（楊琳）的百年誕辰。出版此書以示紀念。 
這次在香港出版，得到中央黨史研究室的李海文女士，香港

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心的熊景明女士，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

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紀坡民先生的幫助，我在

此代表作者的家人向他們表達衷心地感謝。 
 
 

李海淵 
2009 年 2 月 


